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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气候帝国主义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不愿对其碳债承担责任、国际谈判中对不同国

家碳排放责任的不公正衡量、全球不平等加剧过程中对富人高碳生活方式的愈加

纵容、富国吝于提供气候融资与大力补贴“棕色”能源投资间的不平衡，以及大国之

间对新型战略资源的争夺等方面。 同时，全球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知识垄断，其破坏

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已初见端倪，未来需要利用必要技术应对人类共同

风险挑战时或将更加受此掣肘。 如今，人类正处于气候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并被

推至灾难边缘。 若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必须采取不同的经济、法律和制度架构，
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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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广义的帝国主义是指垄断大资本在国家

的积极帮助和支持下对经济领土的争夺。 然

而，对帝国主义的全面理解不能仅限于个别国

家，而需要认识到由一个霸权国家主导的帝国

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 这大致是列宁在 １００ 多

年前作出的论断。 当前，虽然帝国主义的本质

尚未改变，但它在形式、结构以及对特定法律

和制度架构的依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①作

为帝国主义争夺和控制的对象，经济领土可以

体现为多种形式：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包括

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市场、以前被认为更多

地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商品化服务（例如电

力、教育和安保）、新的财产形式（例如知识产

权），甚至网络空间。

∗ 本文原载《每月评论》（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２ 年第 ７４ 卷第 ３

期，译文有删减。

① Ｊａｙａｔｉ Ｇｈｏｓｈ，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４６ － １５８．

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尽
管经济领土的新形式层出不穷，但那些关系到

人类和地球环境直接相互作用的形式仍然是

最重要的，也是与胁迫、冲突和战争联系最为

紧密的。 １９ 世纪的殖民扩张战争试图凭借既

有优势掠取更多土地，２０ 世纪末的战争围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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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石油等能源展开，而 ２１ 世纪或许会出现更多

的争夺水资源的战争。 地球系统新陈代谢的

人为断裂引发的变化已逐渐界定了帝国主义

争夺影响力、控制力和占有权的范围，这正是

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方面。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得越来越明显：（１）核心国家和精英阶层以帝

国主义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生产和消费，并随着

生态足迹的增加而产生越来越多的碳排放；
（２）在国际谈判中以欺骗的方式应对气候变

化；（３）全球金融业的运作增加了碳排放却未

向有效的气候变化减缓战略提供资金支持；
（４）私有化的知识垄断使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应

对气候挑战所需要的关键技术；（５）技术要求

不断变化，致使自然资源争夺战日趋激烈（特
别是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争夺）并在主要大

国之间产生了新型榨取主义竞争。

二、历史上与今天的碳债

自 １８５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当今所谓的发达国

家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累计碳排放量的 ８０％ 。
这一温室气体集中排放的历史过程是造成当

今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因素。
从根本上说，这是如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１４％的少数富国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滥用

的后果。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过多

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由于人均收入低、
财政能力较小以及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

减少，这些国家难以承担气候变化的后果。
由此可见，现存的碳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

注的问题，无论未来如何实现公正转型都必须

加以解决。 富国当前做出的未来净零（碳排

放）承诺并未明确提到其过去的发展轨迹实际

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 如果考虑到碳债问

题，则需要对这些国家所作的现有提议进行重

大修正。 例如，据估计，“美国如果要在 ２０３０

年完成它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公平份

额，就意味着它要将排放量减少到比 ２００５ 年低

１９５％的水平①，这是基于不同标准计算出的美

国公平份额范围 １７３％—２２９％的中位数”②。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

在签署条款时只关注当前的排放水平，避而不

提任何的历史责任和碳债。 它们并不承认对

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中低收入国

家）提供补偿的必要性，而后者已经因为海平

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和耕种条件恶化而遭受

巨大损失。 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不仅关乎道

德问题，而且会产生负面效果，因为这会减少

甚至摧毁最低限度的国际团结与合作，而国际

团结与合作对保证人类能够应对气候危机至

关重要。 如果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
就不可能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公

正”更是无从谈起。
目前承诺减少碳排放的模式也预示着，少

数富国欠世界其他国家的碳债将继续增加。
发达国家所作的预测和净零（碳排放）承诺实

际上意味着，如果维持 １． ５℃的全球变暖上限，
它们将继续占有未来 ３０ 年全球大部分的“碳
预算”（约 ６０％ ）。 如果 １． ５℃这一上限被快速

突破③，造成难以言喻的潜在后果，这些富国仍

将负有主要责任。

三、国家碳排放责任估算

显然，自然过程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过程

产生的影响并无国界的限制。 大气和海洋无

需签证就能跨越国界，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自然

环境的恶化也会在不同的地区蔓延。 尽管如

此，即使在国际平台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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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其中，美国国内减排量占 ７０％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

量占 １２５％ 。 ———译者注

“ Ｔｈｅ ＵＳ Ｆａｉｒ Ｓｈａｒ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ｆａｉｒｓｈａｒｅ．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乐观的设想，这将于

２０２４ 年发生。



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国家而制定的。 正如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在苏格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上所证明的那样，不同国家的“气候责任”
构成了国际谈判和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承

诺的基础。
这种气候责任应该如何确定呢？ 标准的

方法①是基于一国境内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二氧

化碳当量排放。 按照这一标准，美国和印度等

国成为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一般来

说，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长

率更高。 同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生产侧碳排

放总量在过去 ２０ 年里实际下降了约 １２％ ，德
国下降了近 ２２％ 。② 发达经济体碳排放增长率

的下降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改变贸易

格局，将碳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主要

是发展中国家），从而有效地“出口”其碳排放；
改变经济结构，减少对能源使用的依赖；改变

能源构成，从污染最严重的能源（如煤炭）转向

碳污染更少的能源（如天然气、核能）。
谈到气候变化，人们通常使用的表达多是

总排放量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却不提人均数

字，这就掩盖了当前气候治理模式中普遍存在

的更深层次的不平等问题。 尽管发达经济体

的碳排放总量近年来有所减少，但它们仍然是

目前人均意义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按人均计

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碳排放量是印度尼西亚

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 ８ 倍以上，而后者却因

允许碳排放增加而受到指责。
然而，即使是国家间人均碳排放量的对比

也并未充分揭示出现存的不平等程度。 一个

国家可以通过从别的国家获取高碳产品和服

务而有效“出口”其碳排放。 自世纪之交以来，
发达国家遵循拉里·萨默斯（Ｌａｒｒｙ Ｓｕｍｍｅｒｓ）
提出的臭名昭著的战略，即将污染行业出口到

发展中国家———并将碳排放产业和生产过程

列入这一战略清单。 通过跨国贸易将直接排

放转变为“间接”排放，富国将其消费和投资中

所体现的全部排放排除在计算之外。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

年度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关于“减缓碳排放”
报告中“决策者摘要”的草案显示，发展中国家

４０％以上的碳排放量来自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

的生产。 然而，各国政府在该报告最终公布的

版本中删除了这一内容。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成员国的出口排放量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迅速增

加，并于 ２００６ 年达到负碳平衡 ２２． ７８ 亿吨的峰

值，占这些国家生产侧排放量的 １７％ 。 此后，
这些国家的排放量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约

１５． ７７ 亿吨的水平。
若考虑到最终需求侧排放，不同国家的人

均排放量差别会更大，且发达经济体仍是目前

最大的排放主体。 ２０１９ 年美国的生产侧人均

排放量是印度的 ８ 倍，但如果按 ２０１５ 年的最终

消费侧排放计算，则美国的排放量是印度的 １２
倍以上。

四、不平等助推碳排放

国家平均水平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因为这

掩盖了一国境内收入水平、地理位置和职业等

因素所导致的显著不平等。 ２０２２ 年版的《世界

不平等报告》显示，全球碳不平等主要是由国

家内部的不平等造成的，目前占全球碳不平等

的近 ２ ／ ３，较 １９９０ 年的略高于 １ ／ ３ 的份额翻了

近一倍。 事实上，若以人均排放量设定碳排放

目标，富国最贫穷的 ５０％人口已经（或近乎）达
到了这些国家设定的 ２０３０ 年气候目标。

有趣的是，当前既存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的

高排放者，也存在富国中的低排放者。 可预见

的是，北美前 １０％的富人是全世界最放肆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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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使用此标准。
Ｇｒａｈａｍ Ｍｏｔｔ， Ｃａｒｌｏｓ Ｒａｚｏ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ｍｗｅｙ， “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
ＵＮＣＴＡＤ，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２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ｅｄ ＩＰＣ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０１ ／ ｍｒ －０７３ －０５ －２０２１ －０９＿０ ／ ．



排放者，他们平均每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为 ７３
吨，这是南亚和东南亚最贫穷的 ５０％人口的人

均排放量的 ７３ 倍。 尽管东亚富人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也很高，不过仍明显低于北美的水平。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富裕地区底层一半

人口碳排放量相对较低（见图 １）。 在欧洲，排
放量最低的 ５０％的人口每年人均排放量约为 ５
吨，北美排放量最低的 ５０％人口的每年人均排

放约为 １０ 吨，而东亚排放量最低的 ５０％ 人口

的每年人均排放约为 ３ 吨。 这些相对较少的碳

足迹与本国前 １０％ 的高排放者的排放量形成

鲜明对比，也与相对贫穷地区富豪们的排放量

形成对比。 例如，南亚和东南亚前 １０％的高排

放者的碳排放量是欧洲后 ５０％ 穷人的排放量

的两倍以上，即使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前

１０％的高排放者也比欧洲最贫穷的人口碳排放

量还要多。

图 １：不同地区和收入群体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Ｌｕｃａｓ Ｃｈａｎｃｅ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０， Ｐａｒ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 ２０２１。

此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似乎也推动了碳

排放总量的进一步增加。 １９９０ 至 ２０１９ 年间，
美国和欧洲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的人均碳排

放量下降了 １５％—２０％ ，而各国前 １％ 的富人

的排放量却都大幅增加。 如今，地球上最富有

的 １０％ 的人要为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负责。
对于那些早已看惯超级富豪花费 ５５００ 万美元

去外星兜风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

这只是他们穷奢极欲的消费影响生态系统的

众多方式中的一种。
随着各国的富人愈加富有（也愈加有权

势），他们更加明目张胆，丝毫不顾及自身对环

境的影响———或者仅乐于口头谈论，而不是试

图真正改变其投资和生活模式。 这与帝国主

义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 富国和贫国的精英

们都能从这样的经济体制中捞取好处，攫取越

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开发地球的自然资源。
由此可见，气候政策应该更针对富有的碳

排放主体。 然而，无论是在富裕地区还是贫穷

地区，碳税都更多落在了中低收入群体身上，
对最富有群体的消费模式却影响甚微。 显然，
减少碳排放的战略需要开始着眼于遏制单个

国家境内和全球的富人消费。 这就要求对气

候减缓政策的构想和实施做出重大调整。

五、融资之于“棕色”投资和“绿色”投资

富国对如今的气候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但
发展中国家却在承受更多气候变化的后果并

在实施环保政策时受到资金的约束。 为解决

这种不平衡问题，在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然而，这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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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相比于实际需求无疑是杯水车薪，正如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期的报告所指出的：
据估计，到 ２０３０ 年，仅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

应成本每年就在 １５０ 亿至 ４１１０ 亿美元之间，大
多数时候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 但即便如此，也未

考虑到业已影响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变

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①

然而，即使数额相对微不足道，这一资金

也未实际到位。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这些资金总额

平均仅约为 ６００ 亿美元，其中只有少部分是双

边援助。② 据估计，２０２０ 年约有 ８００ 亿美元被

调用———但其中约 １ ／ ３ 是通过多边机构筹集

的，另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私人融资筹集的，
而这两部分严格来说都不应视为富国气候融

资承诺的一部分。 发达国家实际承诺的双边

公共财政资金约占这一数额的 １ ／ ４ 到 １ ／ ３，在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９ 年间平均每年仅不足 １８０ 亿美

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却能

够在 ２０２０ 至 ２０２１ 年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及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而“凭空”拨出数万亿

美元的资金作为额外的财政支出。
富国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气候融资

时显得极其吝啬，即使有几乎可以不花钱就能

提供的资助，例如周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

发行的特别提款权（补充性外汇储备）———发

达国家拥有近 ４０００ 亿美元的份额，它们也不愿

“借花献佛”。 不仅如此，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发
达国家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立的气

候融资项目———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的

投入也仅仅约 ４００ 亿美元。
与富国对化石燃料的补贴相比，微薄的气

候融资显得更加令人震惊。 这些国家的政府

一边敦促更穷的国家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另一边却在大量补贴本国化石燃

料行业。 然而，这类补贴的衡量方法掩盖了补

贴的真实性。 衡量政府对化石燃料的生产或

消费支持程度的标准方法是看直接预算拨款

和补贴，以及对这些行业的税收减免。 运用这

种方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能源署估

计，在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９ 年间，有 ５２ 个发达和新兴

经济体的政府———约占全球化石燃料能源供

给的 ９０％———平均每年提供了 ５５５０ 亿美元的

化石燃料能源补贴。③

然而，这严重低估了各国政府对化石燃料

提供的实际补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

人员采用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衡量标准，将各类

显性补贴和隐性补贴都包含在内。 用这种标

准计算得出的化石燃料补贴额要比之前的数

额大得多。④ 据此，２０２０ 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

总额达 ５． ９ 万亿美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和国际能源署估算的 １０ 倍之多。 这其实并不

奇怪，因为隐性补贴占到总补贴额的 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仅美国就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了

６６２０ 亿美元的补贴，其中大部分是以隐性补贴

的形式提供。 相比之下，乔·拜登政府对气候

融资的承诺仅为 ５７ 亿美元（到 ２０２４ 年可能仅

会增加至 １１４ 亿美元）。 事实上，据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当年来自政府和私

人部门的气候融资总额仅约 ６４００ 亿美元。
这凸显出政府干预扭曲价格、进而改变市场

激励（使其有利于而不是反对化石燃料）的程

度。
在政府补贴化石燃料行业进而扭曲市场

激励的情况下，尽管有很多关于公私合作和

“混合融资”促进“绿色”能源投资的讨论，但私

人资金仍大量流向这些“棕色”能源投资，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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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 由于缺乏可靠、系统和透明的跨国资

金流动数据，尤其是化石燃料行业的此类数

据，对私人资金流动的分析无法有效进行。 更

好地披露能源融资的来源、目的地及其相应发

电能力的数据对政策协调而言至关重要。 但

现有的数据表明，煤炭行业的大部分海外融资

来自私营实体，尤其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商业

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在全球新煤炭投资的前

１５ 家贷款机构中，有 １４ 家来自发达经济体。
与此类似，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债券或股票的

主要机构投资者也来自这些西方国家，其中排

在前三位是贝莱德集团（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先锋领航

集 团 （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 和 资 本 集 团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它们均来自美国。 一项研究显示，
由于一些跨国公司（包括被认为更环保的“数
字”公司）投资的银行投资于化石燃料，这些公

司的现金和投资（包括有价证券）间接产生的

碳排放量非常大。 例如，该研究发现，对字母

表（Ａｌｐｈａｂｅｔ）等公司而言，其现金和投资间接

产生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它们所有其他直接碳

排放量的总和。①

显然，任何真正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的政策都应该纠正气候融资与继续用于传统

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和融资之间的不平衡关

系。 不幸的是，乌克兰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政

府———尤其是那些有能力采取更中期视角的

全球北方政府———迅速背弃了其几个月前在

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相对

微薄和明显不足的气候承诺。 为了实现短期

的政治目标，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及中低收入国

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压低国内能源价格的方式

以减轻石油价格飙升带给国内的阵痛，而非以

此为契机加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六、新一轮资源争夺战

新技术的开发从未提供一条摆脱帝国主

义的道路，但却能够而且确实改变了大国试图

控制资源的本质。 同样受影响的还有能源转

型，其对某些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显著增

加。 近年来，这些矿产资源的供需量都在大幅

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在未来 ２０ 年里，
对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将至少增加 ３０ 倍。

以锂为例，锂对实现全球经济脱碳尤其重

要，为电动汽车、智能设备、办公与家用电器、
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提供

必需的支持。 可充电的锂电池对电动汽车、便
携式电子设备、电动工具和网格存储应用必不

可少。 除了在电池中的应用（约占其终端应用

的 ３ ／ ４），锂的用途还涉及陶瓷、玻璃、润滑脂、
连铸结晶器助熔剂粉末、聚合物生产和空气处

理等。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 ２０４０ 年，锂
需求量预计将增加 ４２ 倍。②

目前，除了作为商业锂的最大生产国的澳

大利亚之外，锂主要由全球南方生产和出口。
纯元素形态的锂活性很高，因此无法在自然界

中找到。 相反，它以盐水或矿石中的浓缩物的

形式存在。 在澳大利亚，锂直接从硬岩矿床中

开采，而在某些拉美国家，锂是从盐水池中提

取的，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提取和加工技

术。 已探明的锂资源比目前的产量要大许多，
由于持续勘探，２０２１ 年锂资源量已经达到近

８９００ 万吨。 大多数已探明的锂资源位于玻利

维亚、阿根廷和智利。
锂矿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的“锂三角”区包括

智利的阿塔卡马盐沼（Ｓａｌａｒ ｄｅ Ａｔａｃａｍａ）、玻利

维亚的乌尤尼盐沼（ Ｓａｌａｒ ｄｅ Ｕｙｕｎｉ）和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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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里扎罗盐沼（Ｓａｌａｒ ｄｅ Ａｒｉｚａｒｏ），在盐滩下

拥有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锂储量。 锂必须从

地下抽取，然后通过蒸发浓缩获取。 锂矿开采

已经对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态系统和原住

民社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淡水资源日益贫乏

和枯竭，人类和牲畜日常用的水源遭到污染，
阿根廷翁布雷·穆尔托盐湖（Ｓａｌａｒ ｄｅ Ｈｏｍｂｒｅ
Ｍｕｅｒｔｏ）地区的灌溉也受到了损害。 该地区是

一些阿塔卡马 （Ａｔａｃａｍｅñｏ） 原住民社区的家

园，他们传统上以土地和自然资源为生计，从
事牲畜饲养、小规模采矿、纺织和手工业。 由

于缺乏正式的谈判，矿业公司的利益得到过多

的维护，当地社区却作为牺牲方而陷入贫困。
开采作业也引发了侵犯人权、呼吸道疾病、劳
动剥削以及最终使这些土地的传统所有者流

离失所等问题。 此外，还有人对获得这些社区

的同意所需的信息质量、可及性和框架表示担

忧。 与这些外部性相比，这些地区获得的经济

利益微不足道。①

“锂三角”地区的开采技术包括盐水抽取

和太阳蒸发，生产 １ 吨锂需要用到约 ５０ 万加仑

的水。 对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改变了这些地区

的自然水动力，减少了当地社区的用水供应。
工业开采及其导致的采矿业对水资源的商品

化成了当地人争夺水资源的主要原因。 国内

企业和跨国公司经常凭借其权力和资金从原

住民社区手中永久性地获取和占有水资源。②

在智利，关于水管理的争端还表现为大农场主

与农民之间在获取地下水方面的差异。 此外，
锂矿开采还会带来水污染的威胁。

战略性矿产资源开采作业及其相关活动

也对当地的动植物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过去

的 ２０ 年里，环境的显著恶化包括植被减少、日
间温度升高、土壤水分减少和国家保护区的干

旱状况加剧。 另外，也有人担心这会对现有的

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
与采矿相关的土地权属的争议在多国引

发了冲突，如阿根廷（市政一级的有组织运动

与省政府就采矿租金发生矛盾）、危地马拉（原
住民社区的集体行动）、秘鲁（农民就采矿项目

举行全民协商）、委内瑞拉（抗议奥里诺科河采

矿弧的开采活动）等地区。 在智利，马普切人

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持续高度紧张。③ 有证

据表明，原住民正在流离失所。 例如，在 １９４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间，智利塔拉帕卡（Ｔａｒａｐａｃａ）地区

北方公社的农村人口从 ４６％下降到 ６％ 。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在

合理的制度和管理框架下，锂矿开采并不必然

牺牲当地社区的利益。 例如，在制度强大的国

家，国家主导资源开采可以有效收取租金，并
将之引向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领域。 政府

可以通过累进企业利润税和资源租金来增加

额外收入，同时征收特许权使用费来确保前期

收入流。 然而，在“华盛顿共识”的鼎盛时期，
各国打着降低企业税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

幌子，大幅降低了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特许权

使用费率。 如今，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特许

权使用费是从价计征的，其范围在 ２％ 到 ３０％
之间。 这必然要求国家参与整个过程，尤其要

确保当地社区的权利不受损害。 在此背景下，
研究发现，如果在矿产开采和加工企业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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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５１％的股份，就可以有效地减轻对外依赖

以及超级大国的权力干涉。①

然而，所有这一切显然还需要相关政府的

透明度和问责制，以防止自上而下的做法，因
为这种做法往往导致租金进一步集中到精英

阶层手中。 通过独立审计利润、成本、收入和

收益分成实现信息透明，可以防止和减轻上述

剥削。②

锂只是未来 １０ 年会被激烈争夺控制权的

众多矿产资源中的一种。 稀土元素（其实并非

真的稀有，但因其存在于其他矿产的混合物

中，因而提取的难度和成本较高）由 １７ 种金属

构成，将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小到发光

二极管，大到武器系统都离不开它。 目前的开

采方式涉及多种复杂且昂贵的步骤，这也可能

会对环境造成破坏。③ 稀土是通过化学方法从

来自世界各地的矿藏中分离出元素加工而成

的金属。 随着投资品、军用品和消费品以及绿

色转型前沿设备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全球对稀

土元素的需求量也在增长，新的前沿和控制性

战略将有可能出现。
事实上，新的地域正在不断开辟，尤其是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前难以开发的地方

如今已经具备开发的可能性。 例如，南极和北

极已经遭到了破坏，而冰层的融化使得更多人

可以进入这些地区。 同样，尽管存在着海洋生

物的大量灭绝等潜在的灾难性生态后果，但已

经有人对海底采矿产生兴趣并试图搜寻深海

矿产资源。④

七、结语

综上所述，气候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

界经济中一种新的———甚至可能是最致命的

帝国主义形式。 面对气候帝国主义，我们需要

认识和处理它的所有不同方面，但也要解决由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所建立和巩固的全球知识产权制

度造成的知识垄断问题。 知识垄断在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致命性危害已经显现，它
使（获得大量疫苗研发公共补贴的）大型医药

公司能够从疫情中牟利，而全球数 １０ 亿人却得

不到疫苗接种，其他地区的公司也无法生产疫

苗和治病救人的医疗药物。 倘若未来涉及到

的是人类减缓气候变化或是应对大流行病（目
前正在全球肆虐）的必要技术，其破坏性将更

加致命。 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已经在世界各

地造成严重破坏。 人类如今正处于这一具有

毁灭性的气候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自然和人

类生命将受此摧残。
当然，这一切并非无法避免———不同的经

济、法律和制度架构能够扭转这一切，使人类

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公平的方向发展，实现与自

然和地球的和谐共处。 显然，这需要对已将人

类推至灾难边缘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

底的变革。 倘若人类还相信自己可以悬崖勒

马的话，就必须在今日今时采取行动。 ■

［贾亚蒂·高希（ Ｊａｙａｔｉ Ｇｈｏｓｈ）、舒维克·查克拉博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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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政治经济研究所；德巴马纽·达斯（Ｄｅｂａｍａｎｙｕ

Ｄａｓ）：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社会与行为科

学院；王文彬：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安静兰：辽宁大

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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